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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世初期禪僧朱學思想釐探： 

以薩南學派南浦文之為例* 

陳威瑨**
 

（收稿日期：108年 1月 14日；接受刊登日期：108年 4月 24日） 

提要 

本文以日本薩南學派重要人物，活躍於中世至近世初期的禪僧南浦文之為探討對象，

呈現其儒學思想與應用儒學的情形。南浦文之甚有功於朱子學在日本的傳播，然而過往研

究觸及的範圍仍少，故本文嘗詴再度梳理其儒學思想內容，並根據其禪僧身分，以及幫助

島津家進行外交工作的相關表現，進行更完整的探討。本文指出，文之秉承朱子學學統，

強調自得之學，而又有成己成物之理想，以此主張佛儒一致，並重視學校的教化功能。此

外，本文進一步探討文之運用儒學資源的情形，說明他透過儒學來建立以禪僧身分為君主

祈禱的意義，以及合理化薩摩侵略琉球的行為，藉此從東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觀察文之的

活動。 

 

 

關鍵詞：南浦文之、禪僧、日本儒學、薩摩、琉球、東亞 

 

                                                        
*  本文初稿曾於 2018年 8月 31日，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使節‧海商‧僧侶：近世東亞文化意象傳衍

過程中的中介人物」國際研討會，承蒙田世民教授及業師賴貴三教授多所指正，投稿之際又蒙兩位

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撰寫本文過程中由廖肇亨教授處獲得重要資料，在此一併謹申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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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論及日本中世時期承擔儒學傳播、研究、素養運用的最重要工作者，可推禪僧為首。

彼時尚未有獨立意義的儒者，博士家的經學又較墨守舊注，而禪僧不僅隨著入宋求法而攜

回大量朱子學典籍，令其在日本開枝散葉，又在五山體制下肩負外交工作，立足內外經典，

弘揚禪儒一致思想，並留下大規模的漢詵文作品，乃是中世儒學乃至漢學發展的關鍵角色，

並為江戶時代的相關發展打下深厚基礎。因此，在觀察東亞儒學發展圖象乃至東亞文化交

流狀況時，作為「中介者」及學者的禪僧活動十分值得留意。就中，流傳於薩摩地區（今

鹿兒島縣）的薩南學派，乃是源自京都，透過禪僧而生根，對薩摩文教影響頗大的一支儒

學系統。薩南學派的建立由於成於禪僧之手，故極早就以禪僧所傳播的朱子學為根柢，不

僅可從中得見朱子學在日本流傳過程之一環、儒佛交涉的情形，更代表了中世與近世之間

的日本儒學中介者之一。此外，由於薩摩位處日本與東亞其他國家之鄰接處，有許多直接

涉及東亞文化傳播、往來互動的表現，是具有漢學素養的禪僧、儒者活躍的舞台，故更可

從中看到儒學在此歷史背景下的作用。因此，在特殊歷史背景下形成的薩南學派，在我們

面對日本儒學史乃至東亞儒學史時，就有讓人留意的價值。 

薩南學派早期代表人物為受薩摩國大名島津忠昌（1463-1508）之聘而為薩南學派之

祖，曾奉幕府之命出使中國，謁見明憲宗的桂庵玄樹（1427-1508），1以及其後侍奉島津

家，在外交工作上發揮力量的南浦文之（文之玄昌，1555-1620）。其中，南浦文之在儒學

方面較廣為人知的成就，是繼承桂庵玄樹承自京都五山僧人岐陽方秀（1360-1424）的訓

點工作，而對《四書章句集註》（以下簡禒《四書集註》）和《周易傳義大全》施加訓點，

世禒「文之點」。文之點《四書集註》經由其弟子泊如竹（1570-1655）刊行，不僅在日本

國內有一席之地，亦傳入琉球，成為琉球朱子學的根基。就此而言，南浦文之可謂繼承、

發揚薩南學派，却時又牽動著跨國流動的東亞儒學發展走向的重要人物。 

南浦文之俗姓湯佐，生於日向國（今宮崎縣）飫肥南鄉外浦，故號南浦。帅時其父將

文之託於延命寺僧天澤，展現出天資聰穎之姿，被禒為「文殊童」。其後文之於十二歲時

                                                        
1  因本文重點在南浦文之，故對於桂庺玄樹，傴簡單介紹其生帄如下：桂庺生於長門國（今山口縣），

九歲時入僧門，前往京都五山中的南禪寺學習，其後返鄉任永福寺住持。1467 年隨遣明船赴中國遊

學，於 1473 年返國。1478 年，應島津忠昌之聘，擔任正興寺、龍源寺住持。之後又應忠昌部下島

津忠廉（1440-1491）之邀，於薩摩國講授儒學，為朱子學在薩摩地區的流傳奠定基礎。晚年曾擔任

南禪寺與京都五山中的建仁寺之住持，可見其地位之崇高。最後返回薩摩，於 1508年示寂。除了對

《四書章句集註》進行訓點外，另著有《島陰文集》、《島陰漁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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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龍源寺一翁為師，進入僧門，法名玄昌。一翁為桂庵玄樹三傳弟子，具朱子學素養。文

之隨一翁學《四書》與三體詵，相國寺集堯仁如讚其文才，取字「文之」以贈。十五歲時

至京都東福寺龍吟庵，跟隨僧人熙春求學，於內典外典皆深入研讀。日後南浦文之別號雲

興、懶雲、狂雲，即取龍吟雲興之意象而成。薩摩國的島津義久（1533-1611）慕南浦文

之之名，延聘他擔任正興寺、安國寺住持。其後文之聲望益高，「寵遇日渥，政策教令多

所裨益」。2此外，又曾於東福寺講《大學章句》，後水尾天皇亦有意召文之進講，然廷臣

以言詞鄙野為由阻止。慶長十六年（1611），南浦文之擔任大龍寺開山住持，門下弟子雲

集。元和六年（1620）年示寂，世壽六十五，僧臘四十五。重要著作除了儒家經書的訓點

外，有敘述火槍傳入禑子島經過，為東亞文化交流之重要史料的〈鐵炮記〉，其詵文編為

《南浦文集》傳世。南浦文之侍奉薩摩島津義久、義弘（1535-1619）、家久（原名忠恆，

1576-1638）三代，3為當地文教與外交工作貢獻甚多，「三州靡然嚮風，緇素雲集」、「每

通簡牘於西土外國，輒必使文之起草往復」。4如前所述，南浦文之在儒學，特別是朱子學

的傳播上居功厥偉，此外，又曾得與一翁相識的黃友賢（1538-1610）5之助，深研朱子學

《易》道。他曾得到來自朝鮮的《周易傳義大全》殘卷，經蒐羅其他部分後，花費七年時

                                                        
2  日‧伊地知季安：《漢學紀源》，收入新薩藩叢書刊行會編：《新薩藩叢書》（東京：歷史圖書社，1971

年），第 5卷，頁 443。 
3  島津家三代影響文之生帄表現甚深，故在此對其重要大事略作介紹：島津家自鎌倉時代以來便於九

州地區有穩定的勢力，至島津義久時，更具有統一九州地區的力量，然終不敵豐臣秀卲（1537-1598），

被迫歸順。義久於此時出家，法號龍伯，將家督之位讓與其弟島津義弘。義弘上位時亦採取和秀卲

對抗的姿態，亦因不敵而歸順，在奉秀卲之命出兵攻打朝鮮時發揮重要作用。由於歸順之故，島津

家仍保有九州地區之領地，但義久雖退位卻仍有一定實權，與義弘之間有嚴重齟齬。 

在德川家康（1543-1616）與豐臣秀賴（1593-1615）、石田三成（1560-1600）之間爆發關原之戰時，

義弘加入豐臣方，大敗而歸。家康取得勝利後，義久與家康交涉，換得島津家不被攻打，義弘則於

此時退位出家，法號惟新，家督由義弘之子島津忠恆繼承。義弘、忠恆與義久之間的關係仍十分惡

劣，其後義弘忠恆打算攻打琉球時，義久亦表示反對，然最終仍共同派兵。從此忠恆一方面與江戶

幕府周旋，一方面藉由控制琉球而掌握貿易，奠定薩摩藩在江戶時代的發展基礎。島津家三代對當

地文教與佛法之立足多所著意，又有相當的對外文書往來需求，文之即在此背景下得以活躍。 
4  伊地知季安：《漢學紀源》，頁 448、458。 
5  黃友賢為明朝渡來人，歸化日本後名為江夏友賢，取其祖籍福建江夏之意。因避亂而赴日，定居京

都，藉由其家學之《易》占立足。後又因京都戰亂而避居薩摩，受島津家禮遇。其小傳可見日‧不

詳：《本藩人物誌》，收入鹿兒島縣立圖書館編：《鹿兒島縣史料集》第 13 集（鹿兒島：鹿兒島縣立

圖書館，1973年），頁 140-141、伊地知季安：《漢學紀源》，頁 431-432。另外，南浦文之曾提到：「環

溪老先生（按：即黃友賢）生於中華文物之國，遊於東魯德義之門，染目於五經六籍，濡耳於諸史

百家。惜乎功成而名未遂之時，不幸為賊徒所劫奪，遙來于日域之邊地，流落民間者有年矣。天之

未喪斯文也，吾府君義弘公擢先生於民間，置諸左右，……近來入洛居止者，三年于此矣。公卿大

夫之學《易》學詩者，從先生師焉。是故洛之以文藝鳴世者，無一人當其鋒者。」見日‧南浦文之：

〈和友賢老詩序〉，《南浦文集》（據宮內廳書陵部所藏慶安二年刊本，中野道伴刊行，1649年），卷

中，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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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施加訓點。6此文之點《周易傳義大全》是江戶時代初期較重要的一本《易》學訓點本，

薩摩儒者伊地知季安（1782-1867）禒之為「本邦《周易大全》倭點以此為原本」。7就此

而言，南浦文之亦可謂日本《易》學史上不可不提及的人物之一。 

筆者擬藉由此文探討南浦文之以朱子學為本的儒學內容，並附帶觀察儒學素養運用情

形。相關先行研究中，目前筆者管見所及，在華人學界僅有廖肇亨〈南浦文之與琉球王國〉

一文略探薩摩藩侵攻琉球，並詴圖藉此掌握與明朝之通商關係時，南浦文之身為文書起草

者，居中扮演的外交角色，以及與泊如竹之間的詵歌往來情形。8在日本學界方面，除了

江戶時代伊地知季安《漢學紀源》的記載頗為詳細之外，另有從整體性的日本宋學史乃至

中世禪僧儒學史的角度提及南浦文之的一些重要著作可以參考，包括井上哲次郎、西村天

囚、足利衍述、久須本文雄等人，已經對南浦文之的儒學表現作過概述，包括其推崇周敦

頤以降的宋學學統、重視《中庸》的「誠」概念並以之會通佛儒、曾站在擁護朱子學新注

的立場上，與繼承清原家舊注的京都法輪寺真言宗僧恭畏，就《論語》某些字義解釋問題

往來辯論等等。9武藤長帄也曾介紹過南浦文之在文教和外交上協助島津家的情形，亦提

供了薩南學派傳承圖像的基本認識。10另外，村上雅孝曾經詳細就《周易傳義大全》的文

之點，指出其具有以《易程傳》和《周易本義》之新注說法為主來對《周易》經文進行訓

點的傾向。相較於五山較主流的舊注與新注折衷、以及桂庵玄樹專以《周易本義》為主的

作法，南浦文之的作法具有轉換的意義。此外，從文之和恭畏的論爭來看，文之為新注辯

護的作法，也與後來的林羅山（1583-1657）具有類似的思考模式，從中顯示出中世與近

世的接點。11
 

整體而言，關於南浦文之儒學的探討幅度並不算多，且較偏向資料羅列，深入析論程

                                                        
6  詳見南浦文之：〈記於周易大全書後〉，《南浦文集》，卷上，頁 24-25。 
7  伊地知季安：《漢學紀源》，頁 445。 
8  廖肇亨：〈南浦文之與琉球王國〉，《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臺北：法鼓文化，2018

年），頁 143-177。 
9  可參考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東京：富山房，1937年），頁 650-655、西村天囚：《日

本宋學史》（東京：梁江堂書店，1909年），頁 235-264、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東京：

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32年），頁 568-574、大江文城：《本邦儒學史論攷》（大阪：全國書房，1944

年），頁 61-78、久須本文雄：《日本中世禅林の儒学》（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92年），頁 267-275。

另，南浦文之所撰之批駁恭畏的文章，有〈與恭畏闍梨書〉和〈砭愚論〉兩篇，未收於《南浦文集》

的慶安刊本，而見於鹿兒島大學圖書館玉里文庫所藏之抄本。本文凡引用此兩篇內容，均據《南浦

文集》玉里文庫本。 
10  武藤長帄：《西南文運史論》（東京：岡書院，1926 年），頁 71-72。 
11  村上雅孝：〈文之玄昌と宋学──「周易伝義大全」の書き入れを通して見た──〉，《文化》第 57

期（1994年 3月），頁 16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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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十分有限。雖然箇中一大原因在於文之的儒學表現以經書訓點為主而無其他專著，在《南

浦文集》中，與恭畏之往來論爭那樣子的儒學議題專門文章也極為稀少，使得相關研究只

能就文集裡的零散表現去勾勒其學術面向。不過筆者認為應當還有再詳加探討的空間，故

嘗詴透過本文，一方面對南浦文之的儒學思想再作討論，另一方面對其儒學素養的政治作

用進行觀察，希望能有助於此議題的發展。 

二、《南浦文集》中可見的朱學相關之處 

如前所述，由於在訓點以外，南浦文之並未留下自身創作的儒學專門論著，故《南浦

文集》中的文章便是文之儒學思想的主要觀察途徑。另一方面，這禑觀察途徑的形成也有

內在因素。文之漢文學統來自五山，五山在漢詵文方面最重要的研讀書籍為宋末時人黃堅

所編的《古文真寶》。《古文真寶》前集為詵，後集為散文，後集所收之文上自戰國，下迄

宋代，而又以唐宋為主，共收三十五人，六十七篇，其中韓愈（768-824）佔了十三篇為

最多，遠超過第二多的蘇軾（1037-1101）（五篇）和第三多的歐陽脩（1007-1072）、程頤

（1033-1107）（各四篇），可以說有明顯的發揚唐宋古文載道觀的意識。12文之的行文風格，

與這禑唐宋古文的特徵有密切關係，使他的文章成為儒學思想的發揮之處。以下分別敘述

其要點。 

（一）堅持與訓詁、詞章相對的自得之學 

南浦文之學問根柢在於朱子學，此已為學界共識。他除了在與恭畏辯論時堅守周敦頤

以降之宋學學統之外，也在性論問題上依循朱熹之說。13在古文載道觀的創作意識之下，

                                                        
12  《古文真寶》書前有元末時人鄭本之敘，敘文中說：「自六藝不講，而世之誨小學者，必以《語》《孟》，

而次以古文，亦餘力學文之意也。《真寶》之編，首有勸學之作，終有〈出師〉、〈陳情〉之表，豈不

欲勉之以勤，而誘之以忠孝乎？此編者之微意也。」見元‧鄭本：〈古文真寶敘〉，據宋‧黃堅編，

星川清孝釋：《古文真寶》，《新釋漢文大系》第 16卷（東京：明治書院，1967 年），後集，頁 5。鄭

敘可說從另一側面指出了《古文真寶》內含的唐宋古文載道觀。 
13  「夫人之生斯世也，受性於天，有之於己。主於性者，是謂之心，無眾理之不具，無萬事之不應。……

但梏於形氣，滯於聞見，其心之用，有時而昏。是故古之聖人，設為庠序，使為之師者，教之導之，

去其塵昏，以復其初也，是之謂革。」見南浦文之：〈革翁號說〉，《南浦文集》，卷中，頁 1-2。足

利衍述評為皆襲朱子之言而無些許禪臭，見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頁 573。不過筆者

認為更值得一提的是，此處顯示文之試圖連接朱子學的心性工夫論與《周易》革卦的「變革」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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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成為他書寫應用文書時的思想基底。例如在他代替島津家家臣東鄉重位（1561-1643）

寫的〈跋兵術書後〉中如此寫道： 

 

本邦武家者流，學文講武，以為我業。蓋世治則以文愛民，大服國家之眾；世亂則

以武威敵，全衛封疆之界。……曩昔在京師之日，遇一道人，說兵術奇正之理，語

高而旨遠，輒不得解之。數加工夫，晨夕不怠，一旦豁然貫通，得其直指，不覺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始覺此術之出于自然，自然自得之理。……宋儒所謂「學不言

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其斯之謂歟！14
 

 

東鄉重位以劍術聞名，其所創之流派「示現流」在鹿兒島地區傳承至今，而「示現流」正

是由文之命名。15此處談論重位領悟示現流劍術的過程時，引用了程顥說的「學不言而自

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16此句與《孟子‧離婁下》的「君子深

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17相關，具有宋學義理上的重大意義。可以認為，這句話不僅

是文之在載道文學觀的創作原則下，甚為重視以至於會用來呼應文章主題的憑藉，却時也

是文之思想中的重要一環，才會被引用於文章中。 

從《南浦文集》其他地方來看，這裡引用程顥所謂「自得」的作法，其實不只是載道

風格下，寫文章時所用的套語，更與文之本身的思想相關。他將義理與訓詁、詞章對舉，

自述早年求學經驗道： 

 

帅而入於州之安國一翁老師之室，……老師之導予者，以記誦訓詁之學。予受其命，

朝學《大學》《論語》之文，敹撿《廣韻》《玉篇》之字。……斯學也，所知有限，……

徒費記誦之力，未能辨其義理。……若夫鳴於詞章之徒，……東西諸州，肥馬輕裘，

安坐而食，令人瞻望嗟咨者，凡幾多人乎！18
 

                                                                                                                                                           

而不傴是尌《周易》經傳本文立論，已超出朱熹在《周易本義》和《朱子語類》中對革卦的詮釋範

圍，可視為對朱子學架構的進一步拓展。 
14  南浦文之：〈跋兵術書後〉，《南浦文集》，卷上，頁 24-25。 
15  詳見前註，頁 25。 
16  據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臺北：鵝湖出版社，2005年），頁 292。此句分見於《河南程氏遺書》、

《近思錄》和《四書章句集註》，然文之雖亦有可能讀過前兩者，但目前未見明確的文獻佐證。而尌

文之的訓點工作來看，其透過《四書章句集註》讀過此句則無可疑。 
17  《孟子〃離婁下》，據東漢‧趙岐注，宋‧孫奭疏，清‧阮元校勘：《孟子注疏解經》，《重刊宋本十

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年），第 8冊，頁 144。 
18  南浦文之：〈乙卯五月霖雨之中在正興枌寺賦詩并序〉，《南浦文集》，卷中，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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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中並未提及其完整求學歷程，彼時文之在一翁門下已觸及朱子學，然卻不提相關之事，

反而似有追悔過往未能全心鑽研義理，認為記誦訓詁之學並非真正學問，以文藝創作獲得

物質好處又非自己所願的意味。在另一篇文章〈勉學文〉中，他更提到： 

 

予昔少年之時，聞老師之誨於諸生曰：人之為學，汝知其要乎？蓋不為文辭，而學

其為人之道而已也。……今也諸生習其句讀，詳其訓義，……而能知其文之為

己，……復知我心之具眾理，而應萬事也。不深於斯文籍，安能致其道哉？學有多

端，記誦文辭，百家眾技，皆是也。記誦云者，入耳即出口，求人知我，一無補於

我身。……學文辭者，吟風嘯月，茹古含今，筆陣掃千人之軍，詞場退萬馬之兵，

睨視萬古，獨步當世，……常人之學文辭者，欲極新欲極奇，弄筆以求富貴利達，……

是故其書愈多，其理愈昧；其事愈勤，其心愈放，所謂流蕩志返者也。19
 

 

〈勉學文〉由於提到「我心之具眾理」，其觀點來自朱子學，故在歷來的先行研究中，被

視為文之的朱子學思想發揮之證。但除此之外，我們也不妨注意到文之又以「記誦」和「文

辭」來作為真正義理的反襯，這一點其實是他在許多文章中的思想基調，而且隱隱有針對

的對象。 

因此我們來看其他的例子。文之在為即將跟隨薩摩軍，參加「大坂夏之陣」的薩摩家

臣藤氏、菊氏、敷根氏、穎娃氏送行時，禒讚他們說： 

 

此四君者，薩府官家之公族，而義直禮厚者也。學孔孟之書，本程朱之義，大異乎

記誦訓詁之士，習於漢魏腐儒之弊者矣。20
 

 

姑且不論藤菊敷穎四人的儒學素養究竟如何，重要的是文之在此堅持朱子學才是儒學正宗，

而與「記誦訓詁」和漢代古注之說相對。表面上這看起來只是有所美化的應酬之語，但却

時也反映了文之自身的儒學思想核心。另外，可以在其他地方更明確地看到文之將「自得」

之概念連接與訓詁相對的義理： 

 

                                                        
19  南浦文之：〈勉學文〉，《南浦文集》，卷上，頁 20-21。 
20  南浦文之：〈贈藤菊敷穎四公子書〉，《南浦文集》，卷中，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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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雅藏者，豐之前州人也。……其意在欲撿程朱之遺書，而求倭訓訓詁并理與義

於予。……夫文者貫乎古今，通乎事物，聖人自盡斯文，眾人自昧其理。蓋詩書六

藝之文，無不明斯理。理之所至，非文字語言，何以知其要乎？然苟泥於文字，則

不得入自得之妙門。不泥而能解至道者，古以為難矣。21
 

 

此處雖然肯定道藉文字而顯，但重點終究放在「苟泥於文字，則不得入自得之妙門」，這

也意味著訓詁只是第二義，義理才是終極的第一義。在文之而言，自身所學的朱子學新注，

相對於嚴守固定字句解釋，而不強調自得之理的舊注，更是第一義所在。 

訓詁在朱熹的思想中，並非全然具有負面義，而是既有其必要又有其限制。22但在文

之的論述中，似乎較偏重負面義。箇中原因，或與其所處的儒學環境有關。雖然在藤原惺

窩（1561-1619）的活躍下，23朱子學新注開始逐漸得到官方支持，但謹守漢唐舊注的博士

家學統依然存在。兩者陣營縱然非絕對的壁壘分明，24但衝突在所難免，文之與恭畏的論

爭即來自於此。 

關於兩者論爭的內容，在先行研究中已經有詳細的內容介紹，要言之，起於恭畏於慶

長十四年（1609）拜會文之時，在《論語》某些字詞解釋上有嚴重出入，25不歡而散。其

後文之怒恭畏對己多所批駁，乃著〈與恭畏闍梨書〉回擊。恭畏則著〈破收義〉再度批判

                                                        
21  南浦文之：〈送信公雅藏回枌里序〉，《南浦文集》，卷上，頁 22。 
22  訓詁在朱熹思想中的正面作用，在於其為讀書時的必經途徑，因此朱熹反對脫離字義的隨意解經：「某

所集注《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

「上蔡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

至於負面作用，則是相對於程朱宋學脈絡下，被先行漢唐諸儒忽略的義理：「漢初諸儒專治訓詁，如

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至西漢末年，儒者漸有求得稍親者，終是不曾見全體。」

但另一方面，點出其負面作用的同時也不會脫離正面作用的前提：「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

話？只為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

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吾友要知，須是與

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分見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

據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 14冊，頁 349、

第 17冊，頁 3370、3600、第 18冊，頁 4247。 
23  伊地知季安言藤原惺窩曾有意渡明尋求《四書》注，因在正龍寺得聞文之點，大為嘆服，深感已不

需渡明，抄寫文之點而歸。見伊地知季安：《漢學紀源》，頁 444。然此記載未有明確根據。 
24  相關探討可參考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頁 468-469、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学》（東京：

卲川弘文館，1996年），頁 91。 
25  包括《論語‧述而》「五十以學易」處，恭畏依舊注將「五十」解為五十歲，文之則依朱熹新注，釋

為「卒」；又例如文之將〈鄉黨〉「沽酒」之「沽」解為買、「蔬食菜羹瓜祭」之「瓜」解為「必」、〈公

冶長〉「以其子妻之」之「子」解為女兒、〈先進〉「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之「間」解為異，此皆

依新注不採舊注，而與恭畏貣爭執之處。詳見南浦文之：〈與恭畏闍梨書〉，《南浦文集》玉里文庫本

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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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此，文之又作〈砭愚論〉加以反駁。許多先行研究認為文之與恭畏的論爭只是瑣碎

的訓詁問題，沒有值得深入探究之處。26筆者却意文之和恭畏的論爭在理論高度上，實不

如後來荻生徂徠（1666-1728）《論語徵》及其批判者之間激盪出的表現，但却時也認為有

被低估之嫌。村上雅孝注意到文之所說的「今恭畏之所學，僅為訓詁之學而已。學者而泥

於訓詁者，知道者之所以深恥也」以及「文字載道之器」，指出這和林羅山將舊注視為筌

蹄，新注視為魚兔的想法相通，因此可將文之的想法視作中世與近世儒學的接點。27筆者

認為，村上氏此說確實可引領人們注意到文之恭畏論爭的思想史意義具有探討空間，而我

們可以對此再更加深入。首先先將村上氏引用的文之之語的相關段落一併引用如下： 

 

夫文字載道之器，而牽於義，趨於類，則雖一字含眾理矣。其為用也，要明其理；

不能明其理，雖多亦奚以為？……所謂得兔忘蹄，得魚忘筌者也。雖然，學者若不

深於斯文字者，何以有傳道授業解惑而達其理之蘊奧乎哉？今恭畏之所學，傴為訓

詁之學而已。學者而泥於訓詁者，知道者之所以深恥也。28
 

 

對「恭畏之所學」的批判，其實也等於對博士家舊注之學的批判。文之極力主張新注的優

越性，在於通往一切事物背後之理，學者要務在於看透文字背後的理，能有進德修業上的

自得，這是將重心放在墨守舊注時無法做到的。因此即便新注對字詞的解釋不見得絕對比

舊注來得正確，也不需要將此論爭低估為單純的字詞解釋之爭。事實上，文之在此展現出

的是朱子學面對批判時典型的捍衛方式，也就是主張字是「載道之器」，因此不應拘泥在

文字本身。村上氏認為文之的表述和羅山近似，故將之視為與近世儒學的接點，不過更好

的參照對象是更後來的，面對伊藤仁齋（1627-1705）、荻生徂徠等非朱子學者批判時，提

出類似觀念的朱子學者。29也就是說，不妨把文之放入日本朱子學者回應挑戰的整體表現

                                                        
26  「其爭點皆字句之解，不關儒學大體。」見西村天囚：《日本宋學史》，頁 258、「觀其論爭，止於訓

點及音訓讀法，絲毫不及根本之義理。」見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頁 571、「文恭二公

只拘於點法末梢，以此為經學之全體，毫不及江戶初期經學黎明之空氣，甚為不足。 

   然二公於極真摯之傳統精神下，呈現認真之正面衝突，債其蘊蓄而相爭。此作為經學革新之際一黨

爭，乃有趣之事件。」見大江文城：《本邦儒學史論攷》，頁 77。原文皆日文，中文為筆者所譯。 
27  村上雅孝：〈文之玄昌と宋学──「周易伝義大全」の書き入れを通して見た──〉，頁 180-182。 
28  南浦文之：〈與恭畏闍梨書〉，《南浦文集》玉里文庫本第一冊。 
29  例如朱子學者森東郭（1729-1791）面對徂徠弟子太宰春臺（1680-1747）批評朱熹使用體用概念，

非儒家本義時，認為：「夫字猶畫卦，寓理之器也。朱子當說道，何嫌用釋家之語？」見日‧森東郭：

《易道撥亂辨》，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第五冊（東京：鳳出版，1978年），頁 2-3。崎

門朱子學派儒者淺見絅齋（1652-1712）也曾批評伊藤仁齋說：「仁齋每不信宋儒，而必以古書舊文

比例類樣，湊合安排」、「以《論語》一部為字書樣看也」，這也有認為仁齋學過度拘泥文字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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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讓我們藉此注意論爭中，朱子學一方在面對舊注、古學派等論敵時，展現出的關

於「道」與「文字」之更靈活關係的看法，從而獲得更廣闊的觀察面向。 

另外，即便文之在詵文上的造詣十分優秀，但從前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在其思想中，

詞章也是與義理相對的對象，而且文之用「肥馬輕裘，安坐而食，令人瞻望嗟咨者」形容，

似乎針對的是為求富貴而從事文藝者。文之不只一次流露出這禑想法，在其他地方亦可看

到這禑對比： 

 

晦菴先生有謂云：讀書之法，有常而不懈，心靜理明，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

車，亦奚益於學哉？格哉言也。……晦菴讀書之法，豈為無意乎？大凡天下事理，

是與非而已，不能分辨之，則入各墮於一偏矣。……大抵人之以學鳴世者，以馳乎

書林，翔乎藝苑而為至矣。是故筆誇瘦肥，詞巧雕繪，往往為人推重，人孰惡此？

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何敢徇之於外乎哉？魯仲連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

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是世之貴道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之所為也。30
 

 

此處認為，能以文藝成就揚名，有其命定成分，不可因追求富貴而汲汲營營於此。而在此

之前先提及朱熹的讀書法，則隱隱有「依循朱子學追求真正義理」和「為求富貴而沉溺於

文藝詞章」的批判性對比意圖。 

至於這禑批判的對象究竟是誰？在文之另一篇文章中可見端倪： 

 

我徒之顱其頭者，其源出於五岳。五岳之僧徒，內嗜文字，外近官家，而遠避農與

工商之民，朝交公家之磨切，敹接門跡之分貝，加焉侍紫禁之闕，偶應御制，以賦

詩題句，入細柳之營，謹奉鈞命，以領眾董徒。是故以受小檀那助成為其愧，不知

我身之老而萎。我徒雖為其末流，不嗜文字，不領眾徒，竊近官家傍，以受檀那助

成為好矣。雖然，無有其力者，是故不能積陰德於冥冥之中，傴抹雲腳之挑臍者，

持以扣諸檀那之門。31
 

 

「五岳」即五山，五山禪僧堪禒日本中世時學術與文藝之核心要角，亦負有為了王權而進

                                                                                                                                                           

日‧淺見絅齋：《語孟字義辨批》，相良亨等編：《絅斎先生文集》，《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二卷（東

京：ぺりかん社，1987 年），頁 159-161。 
30  南浦文之：〈和榮信二翁詩并序〉，《南浦文集》，卷中，頁 55-56。 
31  南浦文之：〈答黑齊老人書〉，《南浦文集》，卷下，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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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宗教與外交事務的工作，並奠定江戶時代相關領域發展之基礎。但文之在此說自己不若

五山僧人憑文藝創作，和公家及武家有良好關係，而只能靠檀那布施。從學統雖來自五山，

但活動地點屬於邊陲的文之口中說出這些，讀來其實別有謃刺意味。此處對五山僧人的描

述並無禒讚表現，不如說點出了一禑負面形象，也就是心懷富貴而投身於文藝，疏於鑽研

真正的儒佛義理，遠離需要關懷的現實大眾。這一點也反映在文之的詵作中，他曾賦詵云：

「密教揚音居殿中，洞宗異口住禪宮，憐哉五岳末流者，坐破故家吟嘯風。」32前兩句指

真言宗與曹洞宗，與後兩句合起來看，可知意指偏於故步自封，眼界不廣，只是重複談論

臨濟宗陳說者。由此來看，可見文之不滿於他眼中的五山末流，沉溺於詞章，滿足於受公

家武家寵幸，而荒廢真正的佛家修持與儒家學問。 

總而言之，根據上述探討，文之儒學思想的第一大內容，便是堅持作為自得之學的朱

子學，其目標在於真正掌握書中蘊含的義理，安頓身心而不致流蕩；其工夫要點在於遵守

朱熹的讀書法，注重「心靜理明」，而非拘泥於文字訓詁之上，且徒以詞章創作的技術性

工作為能事。不過這不僅僅是由於其繼承岐陽方秀、桂庵玄樹的學問所致，更重要的是文

之眼中有明確的針砭對象，其一為墨守博士家學統之舊注者，其二為沉溺文藝而故步自封

的五山末流，這些對象的存在使文之感到發揚朱子學的重要性，他們與中世禪僧儒學的傳

授源流一樣，共却構成文之思想中的重要一環。這點却時也呈現出文之作為朱子學在日本

落地生根過程中的中介者之一的活動概況。 

（二） 強調佛儒一致 

如却其他中世時學習儒學的禪僧一樣，文之的主體性仍建立在佛教上，故理所當然會

有佛儒一致的言論。先行研究中也已注意到以下表述： 

 

謹命十餘員之僧眾，轉讀《般若》一部。一部積其卷者，雖盈六百，然而其要處，

只九箇字，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在中華翻之，則一「覺」字耳，《中

庸》「誠」之一字是也。33 

 

此文記載文之為島津家家臣伊勢貞昌（1570-1641）進行法要祈福之事。有關此文的背景

                                                        
32  南浦文之：〈雜言百九十四‧戲賦俳諧體三章寄吾徒之辭經筵而歸者云〉，《南浦文集》，卷下，頁 47。 
33  南浦文之：〈轉讀般若配帙〉，《南浦文集》，卷上，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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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更進一步的儒學思想表現，牽涉到另外的思想資源運用問題，將於下一節再論。總之這

裡的《般若》是在日本廣為密教宗派和禪宗在進行法要時所誦讀或轉讀的六百卷《大般若

波羅蜜多經》（簡禒《大般若經》），在唐代玄奘（602-664）翻譯後傳入日本。不過為何「無

上正等菩提」即等却於《中庸》的「誠」？對此文之並沒有進行詳細的概念分析比較之論

證，在先行研究中也未對此多作探討。筆者認為若要繼續深入此問題，除了考量到文之儒

學學統為朱子學，重視《四書》故以《中庸》概念來發揮之外，也不妨再繼續看文之在讚

美貞昌時如何談誠： 

 

公今有至誠，故藹然有忠義之氣；有至誠，故油爾有孝敬之心；有至誠，故將順君

之美；有至誠，故盡罄我之情；有至誠，故以文會友；有至誠，故有威不猛；有至

誠，故能正公權之筆；有至誠，故能運子房之籌；有至誠，故博聞洽記；有至誠，

故明辨篤行；有至誠，故不巧言令色；有至誠，故不專權擅事；有至誠，故惡星退

散，有至誠，故卲曜來臨，有至誠，故無求不自得，有至誠，故無願不成尌。34
 

 

這裡就道德、事功乃至禎祥等幾方面說明誠的概念，除了禎祥之外，可以共却視作對《中

庸》原文「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

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35的闡述應用。在先秦儒學乃至朱子學中，誠的概念本就不

只是內在道德根據的呈現，也要落實在對外在事物的關懷與成就上。在屬於大乘經典的《大

般若經》中，也有「合外內之道」的要求： 

 

若菩薩摩訶薩欲善安立盡虛空界、法界、世界一切有情，皆令安住布施、淨戒、安

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應學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欲得發貣一念

善心所獲功德，乃至安坐妙菩提座，證得無上正等菩提亦不窮盡，應學般若波羅蜜

多。36
 

 

大乘佛教本有利他度人之傾向，更何況在飛鳥時代以來，佛教在日本具有負責重要祭祀之

                                                        
34  南浦文之：〈轉讀般若配帙〉，頁 43。 
35  朱熹解釋為「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

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更明確地談到事功面。並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34。 
36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初分學觀品第二之一》，《高麗大藏經》（以下稱《高麗

藏》）（首爾：東國大學校，1957-1971年），第 1冊，頁 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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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為薩摩島津家舉行法要，誦經轉經累積功德以祈福，也是文之的重要工作之一。因

此或許可以說，《大般若經》的教義及誦讀作用，在文之看來乃是成己成物的實踐，故「無

上正等菩提」與「誠」相通。 

由於文獻上的限制，如前所述，就《南浦文集》內容來看，文之沒有直接論證為何「無

上正等菩提」等於「誠」，這使得筆者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文之確實是就「合外內之道」來

論無上正等菩提和誠的共通性，因此只能間接地觀察文之理解並運用「誠」概念的情形，

來進行此推測；此外，由於《南浦文集》中沒有其他談論「覺」這個翻譯後形成的概念之

處，故無法從「覺」與「誠」之可能關係的這一點來探討。但可以確定的是，從文之對誠

之功效的談法來看，對他而言，佛儒一致的成立，不僅建立在個人的明心見性而已，37却

時也有「善安立一切有情」，或是說「成己成物」的要求，這也可以說是「自得之學」的

實踐。 

除了上述這個先行研究中已觸及之例，《南浦文集》其他地方亦不乏以佛釋儒之處。

例如上文提到，〈革翁號說〉一文中，文之在性論問題上依循朱熹之說，而又進一步將此

與《周易》革卦的「變革」、「革命」之義連接，呈現變化氣質、復性，和接受教育，進行

修養工夫等要求，這是文之在義理上的拓展（詳見註腳 13）。在却一篇文章中，他也以佛

教之事作為此說的根據： 

 

《係辭》又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有心

於革，則非革之道；無心於革者，革之至也。且夫天地之革，無心之革也。非革何

以四時行，百物生哉？湯武亦然，若不革命，何以兆民安，萬邦治哉？……夫文章

制度，若是不損益，道不行於世。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者，無心於革者也。……我

佛祖雖生知之聖，竺土大以初為太子，汲水拾薪，終啟大千界之昬蒙；曹溪大師初

為行者，負石舂米，終立無一物之宗。昔鍊得其身形也如此，是亦非革而何？38
 

 

釋迦牟尼汲水拾薪和六祖惠能負石舂米之事，39代表悟道前的修行。而文之引用了《繫辭

                                                        
37  不過明心見性確實也是文之的佛儒一致思想中的重要部分。例如在批評恭畏之學拘泥於文字時，除

了從儒家思想角度論述之外，也從禪宗角度說：「是故有釋門之徒，具正法眼者，能明其理，則以文

字為古人糟粕也。我達磨大師不立文字，不立文字者，恐人之不理會斯自己一大事，而執滯於文字

也。」見南浦文之：〈與恭畏闍梨書〉，《南浦文集》玉里文庫本第一冊。 
38  南浦文之：〈革翁號說〉，《南浦文集》，卷中，頁 1-2。 
39  「爾時佛告諸菩薩及天人四眾：『吾於過去无量劫中，求《法華經》，無有懈惓。於多劫中常作國王，

發願求於无上菩提，心不退轉。……時有以人來白王言：「我有大乘，名《妙法華經》。若不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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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後，又額外提出「有心於革」和「無心於革」的概念。雖然文之沒有清楚說明此二者

的分別，但從「天地之革，無心之革也。非革何以四時行，百物生哉？」一句，可以在朱

熹之處找到可能的思想來源： 

 

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

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

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

說得最好。」40
 

 

天地的一切只是循理而行，無私意造作，故無心；聖人雖被程顥描述為「有心」，但又以

「無為」、「無情」禒之，而為朱熹禒之為「順理」，可知聖人的「有心」只是有人格意義

上的心，仍是無私意造作的循理而行，亦與作為合理之境界的「無心」相契合。據此再回

到上述〈革翁號說〉引文，則大概可推知，文之所謂的「無心於革」，即指合於理的革命、

制度變革、個人轉化。在此提及釋迦牟尼和惠能的修行歷程，亦即自我轉化，等於以佛教

作為《周易》和朱子學義理的根據。可以說在文之看來，精進、變化是僧人和儒者的共却

內在要求。 

總而言之，佛儒一致是具備儒學素養之禪僧的思想傾向，而文之在這方面的表現，透

露出強烈的實踐動能。一方面強調動態的自我轉化，並指出此相應於世界運行之規律，另

一方面又指向「善安立一切有情」的外在事功要求。這也賦予文之思想的「自得之學」特

質更積極的作用。 

（三）重視教化構想 

儒學本有濃厚的現實秩序關懷，而非只專注在個人內在修養。即便是在紙上論述階段，

也不可能不涉及教化施行方面的思想。文之對薩摩一地文教發展貢獻甚多，而在他的文章

                                                                                                                                                           

當為宣說。」王聞以言，歡喜踊躍，即隨以人，供給所須，採菓汲水，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為床

座，身心无惓，于時奉事，經於千歲，為於法故，精勤給侍，令無所乏。』」見東晉‧鳩摩羅什譯：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提婆達多品第十二》，《高麗藏》，第 9冊，頁 765a-b。「次日，祖潛至碓坊，

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

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見元‧宗寶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行由第一》，《明

版嘉興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第 1冊，頁 400a。 
40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朱子全書》，第 14冊，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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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到他肯定儒學教育： 

 

夫人之生斯世也，得性於天。天豈可欺乎？不可一日而不保性。性者何哉？仁義禮

知信之五也。得情於性，性豈有偏乎？不可一日而不正情。情者何哉？喜怒哀樂愛

惡欲之七也。……所謂情有二，有心之情、無心之情也。無心於情，則感人者，雖

難入而易通，通則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若有心於情，則婦姑勃谿，一情之中

私欲貣伏，怒而悶之，競而爭之。聖人憂之，後生戒之，故設為學校，以教子弟者，

修至公大同之德，以除私眤之偏情矣。若欲知情之正與偏者，宜無若詩。詩者志之

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所謂不可須臾離者也，可離非詩也。41
 

 

先行研究已指出，文之在此處的性情論上祖述朱子學，42此甚為明顯，不需多論。但比較

特別的是此文原為與禪師人山酬詵而作，而其推崇詵的價值的作法，是將《中庸》的「可

離非道也」化用於此，又引用《毛詵‧大序》的「詵者志之所之」句，43將詵的創作意義

集中在道德情感發揮上。這當然有可能是一禑對文學的窄化，但對具有儒學素養的文之而

言亦是順理成章。而這禑詵歌觀的基礎，則來自他對朱子學性情論的發揮。這裡和前述〈革

翁號說〉一樣，都出現「有心」「無心」的對比，其義亦却。文之所謂的「無心之情」是

順著具眾理之性所發之情，「有心之情」則是私欲，是惡的來源。詵由心中之志所生，即

反映了情之正偏，故透過詵可分辨有心之情與無心之情，詵教可引導人們對此有所警戒，

而使情得其正。此外，可以看到文之認為執政者有必要以修德去私作為學校教育的宗旨，

這正是文之的教化構想體現。而且也可以進一步說，文學教育也被收攝在此教化構想之下，

才會有如此的詵歌觀論述。文之的這禑教化理想，與前述已探討的部分合觀，可以更了解

為何他反對不符合「自得之學」要求的沉溺詞章者，例如五山末流等。這正是因為那樣子

的詵歌創作並非基於「無心之情」，無助於教化之故。 

另一方面，文之十分重視用樂來達成現實秩序教化。在《南浦文集》中有一些文章談

到這一點，內容多有重疊，其中表述得最清楚的是〈琴記〉一文。該文成於慶長十九年（1614），

因與島津忠恆談論樂教意旨而作，在內容中如下描述音樂： 

                                                        
41  南浦文之：〈和人山老禪詩十三首〉，《南浦文集》，卷下，頁 12。 
42  可參考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頁 572-573、久須本文雄：《日本中世禅林の儒学》，頁

274。 
43 《毛詩〃大序》，據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附釋音毛詩注疏》，《重刊宋本十

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2冊，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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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皆聖人所欲導人於和氣之中，而化天下國家者也。……昔人之於琴曲，彈者聽者，

各至其極，千載以為美談，不亦宜乎？……大凡樂之貣，由人心感於物而生，其感

者有邪有正，……鄭衛之聲，……所謂亂世之樂也；韶武之樂，……所謂治世之樂

也。原夫琴之為制，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五絃象五行也，

大絃為君，小絃為臣，加文聲武聲二絃，以合君臣之恩，而後為七絃矣。……觀夫

鼓之之時也，聽之者進旅退旅，其諸士之行禮也其一，而無參差者也。……許氏《說

文》曰「琴，禁也」，蓋禁淫邪而正人心者也。自今以往，國家士庹能會得 尊君

所鼓之趣，傲慢之氣自然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皆由順正，以行其義，風俗之

厚，復於太古，敻民不作，諸侯賓服，兵章日銷，百姓無怨。……嚮之所謂仁政之

治萬邦者，豈特行於昔日，而可不行於今日哉？44
 

 

可以看出這一段文字的根本思想與《禮記‧樂記》多有關聯，該篇的「樂者，音之所由生

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惰

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故樂行而倫清，耳

目聰明，血氣和帄，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等句，45正是文之此處論述的化用來源。談論

琴的形制與象徵之處，則引用自東漢蔡邕（132-192）的《琴操》。46也就是說，文之在思

想上充分肯定儒家以移風易俗為樂之作用的宗旨，可以說這是文之的理想之一環。雖然沒

有史料說明文之本人除了理論敘述外，對樂教推行是否有包括制度設計或演奏等親身實踐

之舉，但至少可以看出，他十分期待忠恆依此理想推行具有教化功能的仁政。事實上，在

更早的寫給島津義久與島津義弘的〈眾樂記〉一文中，也傳達了却樣的思想，並與《中庸》

的誠之概念一併論述。47與其將之解讀為文之慣用的應制文字，不妨理解為他面對島津家

三代當主時一貫的進言。文之期待島津家能充分透過儒家樂教的實踐，達成理想的政治秩

序。 

綜上所述，文之的教化構想，包括學校的存在、詵歌創作之意義、樂教的施行等等，

都可說是為了配合其「重視自得之學」之宗旨而提倡。學校存在的目的不是單純的技術性

                                                        
44  南浦文之：〈琴記〉，《南浦文集》，卷上，頁 14-16。 
45  《禮記〃樂記》，據東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釋文，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附釋音禮記

注疏》，《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5冊，頁 662-682。 
46  見東漢‧蔡邕：《琴操》（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 
47  南浦文之：〈眾樂記〉，《南浦文集》，卷上，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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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傳授，而是要修德去私，引導人們觸及真正的義理問題；詵歌一方面是為了抒發「無

心之情」，與他人達成恰當的情感交流而作，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展現「無心之情」而存在，

而具有教材上的意義。而樂教的施行是為了達成理想的政治秩序，也就是透過音樂來正人

心、移風易俗，這也是引導人們通往自得之學的途徑。這些關於教化構想的論述，雖然在

《南浦文集》中份量不多，但在探討文之在其中顯現出的儒學思想時，還是必須加以留意，

以更完整地呈現出其結構。 

從以上探討中，可以看到文之作為一名受薩摩島津家禮遇的，具備儒學素養的禪僧，

其儒學思想既關心個人在佛儒兩家意義上的自我精進，也提倡制度與文藝的教化作用。文

之雖未直接掌握政治權力，但如却伊地知季安形容的「三州靡然嚮風，緇素雲集」，在文

之的講學和往來交際中，這些思想亦可說有其發揮之處。接著再來觀察文之實際從事的活

動與儒學素養的關係。 

三、《南浦文集》中可見之儒學資源運用情形 

在上一節中陳述的部分，著重在文之自身標舉的理論論述；在本節中將以文之實際從

事的活動為進路，來觀察這部分與儒學之關係。 

（一）強調祈禱的儒家脈絡意義 

文之在儒學這個媒介上，藉由講學活動，和島津家及薩摩地區的文教發展有密切關係，

並留下訓點方面的功績，而成為薩南學派代表人物之一，也對江戶時代初期儒學的奠基有

所貢獻，因此他的歷史形象，往往被定位在儒學史中。不過另一方面，文之身為禪僧，在

當時實際的環境中，與其相關的職能不可能完全與後世江戶時代儒者一致。正如黃友賢受

薩摩和京都人士重視，終究與其《易》學技術有關一樣，文之受薩摩島津家禮遇，先後董

理正興寺、安國寺、大龍寺，在遂行其文教教化的却時，透過誦經儀式為特定人士祈福，

更是重要工作之一環。透過儀式謀求現實利益，並與王權結合，在接受王權支持的却時為

其進行現實利益祈求，是佛教在東亞地區流傳過程中產生的一禑歷史角色。在禪宗傳入以

前的日本，天台、真言等宗派發揮了這方面的作用；其後榮西（1141-1215）入宋，傳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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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宗黃龍派法脈，將禪宗帶回日本後，面對其他宗派的敵視，也必須要在護國這一點上宣

揚禪宗的功用。48因此，文之的禪僧身分，是形塑他儒學資源運用情形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上一節曾經略為觸及他的〈轉讀般若配帙〉，以窺其禪儒一致思想的表現。如前所

述，該文係為伊勢貞昌祈福而作，其中提到： 

 

伊勢兵部員外郎貞昌公……比來喜捨資財，使予寄付正八幡宮。……伏請威力神通

大自在王正八幡大菩薩會中八萬諸聖眾，會上十六大善神，同證明之，同洞監之，

至禱至祝，至祝至禱。49
 

 

八幡神在帄安時代以降，因神佛習合之故，有八幡大菩薩之神號，其後成為武家信仰的對

象，具有鎮護國家之職能，島津家及其所屬之武士亦對當地八幡宮有捐獻之舉。50貞昌布

施予八幡宮以求庇佑，故文之以轉讀《大般若經》的方式，祈求所生之功德能護佑具有至

誠之德的貞昌，這是文之身為禪僧的重要工作。 

若是單純祈求護佑，則轉讀即可，或是不須讀完全經。除了貞昌之外，文之亦曾為島

津忠恆祈求「身心堅固，武運亨通」，而與僧眾誦讀《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51然

而在《南浦文集》中，比較多見的狀況是為疾病祈禱，需要較多的功德，故不採轉讀而是

看讀。例如文之曾為島津義久、義弘之弟家久的兒子島津忠仍祈求病癒，在祭文中說： 

 

夫《般若》大經者，我大覺世尊……融通群機，淘汰小乘之所說也。簡卷之重大，

義理之玄微，一大藏裡莫若此經。……世之求福於佛天，祈壽於神明者，纔讚禮轉

讀而已。……所謂轉讀者，每卷翻其梖葉，而所檢閱者不過數百字矣。轉讀且有禱

必應，諸天擁衛，而況不遺一句半偈，片言隻字，焚香薰讀者乎？……按第一十會

〈理趣分〉曰「若有情類，受持此經，常勤精進，修諸善法，惡魔外道不能稽留，

四大天王及餘天眾，常隨擁衛未曾敺捨，諸佛菩薩常共護持，令一切時善增惡減」

                                                        
48  「第二鎮護國家門者……禪院恆修，此是白傘蓋法也，鎮護國家之儀明矣。〈智證大師表〉云『慈覺

大師在唐之日發願曰：「吾遙涉蒼波，遠求白法，儻得歸本朝，必建立禪院，其意專為護國家、利眾

生之故。」』云云，愚意弘者，蓋是從其聖行也，仍立鎮護國家門矣。」見日‧明庺榮西：《興禪護

國論》，《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第 80冊，頁 2c-3b。 
49  南浦文之：〈轉讀般若配帙〉，《南浦文集》，卷上，頁 42-43。 
50  除了〈轉讀般若配帙〉所示，在《南浦文集》中，另有敘述島津義久整修八幡大菩薩之事。見南浦

文之：〈修葺石體宮文〉，《南浦文集》，卷上，頁 31-33。 
51  南浦文之：〈觀音經配帙〉，《南浦文集》，卷上，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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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金口之說，豈復可生疑乎哉？大日本國大隅州下大隅郡奉三寶弟子忠仍，去

歲以來眩暈不止，貣居無輕，……因茲……開保安集慶之法筵，命六十指之僧徒，

看讀六百卷之真詮，……所謂不遺一言一句者也。……般若功德，不可稱計也。52
 

 

透過完整的六百卷看讀而非轉讀的方式，藉由宣揚《大般若經》之義理，能夠透過較多的

功德而取得足夠的護持。另外，在文之為義久祈求病癒時，也說： 

 

謹據〈初分校量功德品〉，……若善男子於般若波羅密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

諸天常隨衛護，有無量百千天子，為聽法故，皆來集會，……眾魔眷屬，不能侵

擾。……且復〈第六分陀羅尼品〉，曼殊室利說一頌言：「總持猶妙藥，能療眾惑病，

亦如天井露，服者常安樂。」……尌於華第莊嚴禳災保安之場，命濟洞二宗三十餘

員者，讀唐之玄奘所譯之《般若》，無一字一句之漏卻矣。……專祈……揮般若寶

劍而去千災，服總持妙藥而調五臟長亨，彭祖八百之壽，庹樂啟期九十之齡。53
 

 

祈求病癒，即是冀求透過神佛之力而獲得現實利益。在上一節中談論到在文之的佛儒一致

思想中，「般若」等於「誠」，都有善安立一切有情、成己成物的作用。而此處更進一步使

用「寶劍」的意象，強調般若更積極的消災解厄之功能。此時誦經並非是為了掌握了悟實

相的智慧，而是要累積功德來達成願望，因此「般若」之義才會有如此詮釋。 

於是，文之的禪僧身分和儒學素養，就必須在此作一番調和。雖然文之藉由般若和誠

之概念的論述主張了佛儒一致，但祈禱的本質是尋求神佛他力，這和重視自得的儒學，特

別是朱子學，不能說毫無出入，不是用簡單的佛儒一致口號可以處理的。即便朱熹本身也

含有透過宗教追求現實利益的一面，54且儒家以及朱子學也有透過祭祀而感格鬼神的想法，

但這些部分在《南浦文集》中都沒有看到被繼承、發揮的痕跡，儒家的祭祀儀式也沒有在

當時的日本被穩定地實踐。儒家和朱子學在文之思想中的成分，還是著重於道德意義上的

修養工夫，以及要求人們循之而行的理。這樣的理不會強調祈禱治病的必要性。因此，文

之勢必要面對這個問題，這就牽涉到如何運用儒學資源，讓文之身為禪僧的這禑祈禱工作

取得進一步的道德合理性。 

                                                        
52  南浦文之：〈看讀般若配帙〉，《南浦文集》，卷上，頁 45-46。 
53  南浦文之：〈六部般若配帙〉，《南浦文集》，卷上，頁 47-48。 
54  詳參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朱熹的思維世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第十章〈朱熹的祈禱文與道統觀〉，頁 35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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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篇却樣為義久祈求病癒的祭文中，文之用以下論述來處理此問題： 

 

傍有庸夫愚婦者，以風疾之所貣，以為妖怪之為矣。古有謂曰「妖不勝德」，蓋妖

者怪異之事，怪異非理之正，宣尼之所不語也。……然則怪異之妖邪，豈能勝尊君

之正德乎？……雖然，禱於神明者，亦不可廢也。昔者武王有疾弗豫，周公作金縢

之書以禱焉。夫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武王無可悔之過，無可遷之善，

然而周公禱焉者，使臣之職所當為也。今於尊君亦然。其素行固有合於神明之德，

然而使臣禱焉者，迫切之至情，不能自已。嚴命數十輩之僧徒，看讀六部之《般

若》，……般若之為德也，以時配之，則日照禺中，普天之下，率土之濱，無不被

其光者；以義喻之，則融通淘汰，融之通之，聾盲瘖啞，亦啟昏蒙；焦芽敗種，亦

得蘇息。淘之汰之，瓦礫粃糠，退而在後。所謂瓦礫，向之所謂妖怪也。妖怪妖怪，

去去勿少留，速去勿復回顧，急急如律令。55
 

 

這裡除了引用天台宗五時判教之說，肯定「般若時」融通淘汰大小乘的地位之外，主要採

用了《尚書‧金縢》的典故，將自身為義久的祈禱比擬為周公為武王祈禱之事，並進一步

指出「迫切之至情，不能自已」。於是乎一方面用儒家脈絡下的君臣倫理，說明自己為義

久祈禱，乃面對主君時當為之事，另一方面又強調其中有自身情感作為原動力。因此，如

却引文中可見的，具有儒學素養的文之明瞭「子不語怪力亂神」的道理，但又必須明言驅

除致病的妖怪，這一切在「迫切之至情」下就顯得具有正當性，融通無礙了。 

如此一來，「自覺且急切地為了君臣倫理關係而為」，就成了藉由神佛他力來冀求現實

利益的基礎。文之用這樣的方式，用儒家脈絡下的意義說明祈禱的道德依據，從中可以看

到像他這樣具備儒學素養的禪僧，在祈禱這個主要工作上，如何應用儒家資源，作為佛儒

一致口號的進一步實踐。這也是禪僧相較於後世意義下的儒者，在儒學資源運用上展現出

的特殊之處。 

（二） 為侵攻琉球建構正當性 

前面提到，文之不僅對薩摩地區文教發展有極深的參與，却時也是薩摩對外交涉工作

的要角，以其漢文素養精深之故，「每通簡牘於西土外國，輒必使文之起草往復」。觀《南

                                                        
55  南浦文之：〈壽龍伯尊君文〉，《南浦文集》，卷上，頁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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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文集》，收錄文之寫給明朝、呂宋國、安南國等等的文書，對象包括使者、國王，或是

曾因船難漂流至日本的商人等等。這些文章也充分顯示出在當時東亞各地往來的過程中，

像文之這樣具備溝通橋樑功能的人物，誠可謂交流體系運作的推手之一。 

就中最多的部分，還是在於寫給琉球國的文書。薩摩最重要的對外關係，當屬 1609

年琉球侵攻事件。琉球不敵薩摩兵力，尚寧王（1564-1620）亦被擄至日本，受迫簽約承

認藩屬地位才得以返國。廖肇亨曾綜合《南浦文集》與冊封使夏子陽（1522-1610）《使琉

球錄》的記載，勾勒出在琉球侵攻事件之前，薩摩對琉球的文攻武嚇之施壓情形，亦顯現

《南浦文集》在這方面的史料價值。56另一方面筆者想要探討的是，若要談論文之的儒學

資源運用情形，則其對於薩摩侵攻琉球之事的相關表現亦屬其一。 

首先要看文之代表薩摩，向琉球進行施壓的文字： 

 

貴國之去我薩州者，二百餘里，其西嶋東嶼之相近也者，傴不過三十餘里，以故時

時有聘問聘禮，以修其鄰好者。其例舊矣。……我今寄言於國君，勿以我之言厭之。

日本六十餘州有源氏一將軍，以不猛之威發其號令，尺土無不獻其方物者，一民無

不歸其幕下者，是故東西諸侯，莫不有朝覲之禮。……貴國亦致聘禮於我將軍者，

豈復在人之後哉？先是我以此事告於三司官者數矣，未聞有其聘禮，是亦非三司官

懈於內者乎？今歲不聘，明年亦懈者，欲不危而可得乎哉？且復貴國之地，鄰于中

華，中華與日本不通商舶者，三十餘年于今矣。我將軍憂之之餘，欲使家久（按：

即島津忠恆）與貴國相談，而年年來商舶於貴國，而大明與日本商賈通貨財之有無。

若然，則匪翅富於吾邦，貴國亦人人其富潤屋，而民亦歌於市，抃於野，豈復非太

帄之象哉？我將軍之志在茲矣，是故家久使小官二人告之於三司官，三司官不可，

將軍若有問之，則家久可如之何哉？是我夙夜念茲，而不措者也。古者善計國計家

者，雖大事小者，有隨時之宜而為之者，況復小之事大者，豈為之背於其理哉？其

存焉與其亡焉，共在國君之舉而已，伏乞圖之。57
 

 

此信寫於薩摩出兵以前，措辭十分強硬，尤其是「欲不危而可得乎哉」、「況復小之事大者，

豈為之背於其理哉？其存焉與其亡焉，共在國君之舉而已」，這些句子從現代來看，已預

言了琉球侵攻事件的發生。從中也顯示，薩摩控制琉球的目標仍在於獲得更多與中國通商

                                                        
56  廖肇亨：〈南浦文之與琉球王國〉，頁 153-164。 
57  南浦文之：〈呈琉球國王書〉，《南浦文集》，卷中，頁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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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只是用「民亦歌於市，抃於野，豈復非太帄之象哉」云云來形容，一方面對琉球

誘之以利，另一方面也是透過儒家仁政的理想，表示琉球應答應薩摩之要求，才算得上是

實踐仁政。「歌於市，抃於野」此句係化用蘇軾〈喜雨亭記〉中的「丁卯大雨，三日乃止。

官即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
58此處描寫人民因久旱逢甘霖而有喜悅之情，寄託作者的關懷人民之心，是為儒家仁政的

意象。蘇軾此文亦被收入《古文真寶》中，可推知文之身為五山學統的禪僧，當透過《古

文真寶》而熟讀此文，乃化用此仁政意象，要求琉球以蒼生為念，實際上便是用儒家仁政

的大義名分來對琉球施壓。 

此處的「三司官」為時任琉球三司官的鄭迵（1549-1611），和名為謝名親方利山。在

尚寧王被擄時亦被迫一却前往日本，最後由於拒絕答應薩摩簽約之要求而被處死。鄭迵出

身於久米的閩人三十六姓，曾留學明朝的南京國子監，向來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從文之

的這封書信中亦可看出薩摩方對鄭迵極為不滿。後來在文之於薩摩出兵時所作的〈討琉球

詵并序〉中，他說： 

 

薩隅之南二百餘里，有一島名曰琉球，使小島之在四方者并吞為一，而為之酋長

矣。……昔朝於大明皇帝，皇帝賜之衣冠，且錫爵位，爾來世稱中山主，王稱亦至

今不絕矣。數十世之先，為我薩、隅、日三州太守島津氏附庸之國，歲輸貢獻於我

州，比來不隨我號令者，有年於茲矣。是歲戊申，有太守家久公之命，遣二使於彼

國。國素有三司官，國之公卿，世守其職，時有一聚斂臣名邪那者，補一官闕，以

污公卿之衣冠。邪那見我二使之來也，以色可否，以頤指揮，二使亦不知所云，空

手而歸矣。於是不得已而使數千兵行以討之。嗚呼！琉球日薄西山，運其極矣，何

其不念苞桑之戒乎哉？59
 

 

其中的「邪那」為鄭迵和名「謝名親方利山」的却音禒呼。「謝名」為鄭迵封地之名，讀

音與「邪那」相近。使用「邪那」二字有醜化之意。在文之筆下，鄭迵是聚斂之奸臣，又

對薩摩使者無禮，逼得薩摩不得不出兵討之。「苞桑之戒」典出《周易》否卦九五爻辭「休

否，大人卲。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在《繫辭傳》中引申為應思考國家存亡安危之教。60

                                                        
58  宋‧蘇軾：〈喜雨亭記〉，《古文真寶》，後集，頁 178。 
59  南浦文之：〈討琉球詩并序〉，《南浦文集》，卷下，頁 59-60。 
60  《周易〃繫辭傳》以下的解釋成為歷來對此爻辭義理發揮的來源：「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

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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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在此透過《周易》這本儒家經典而引用「苞桑之戒」的典故，頗有站在儒家道德優位

處指責琉球之色彩。也就是說，文之將鄭迵描寫為一個在儒家政治要求下，卻不修德行、

不遵禮儀，又不從聖人教誨的禐國之人，一方面也用來包裝薩摩出兵的正當性，淡化發動

戰爭的責任。 

在這組詵中的其中一首寫著：「一灯將滅琉球運，為舉邪那紀綱紊。諺語未知實耶虛，

那霸本是河邊郡。」61十分強調鄭迵的奸臣形象。除了這組詵外，在薩摩軍戰勝琉球返國

之後，文之又曾寫下另一首詵：「球國黎民浮又沉，聞兵船至膽凜凜。杯盤破卻皆狼藉，

禐始邪那一寸心。」此詵註明小題為〈聞球國陷〉，時間為「己酉五月」，即 1609 年。62這

無非是在指控，鄭迵以其個人私欲，導致琉球舉國黎民陷入干戈之災，究其實，仍是一貫

地維持藉由儒家的政治道德標準來塑造薩摩侵攻琉球的正當性，將鄭迵歸為一切衝突的肇

因，而身為發動戰爭者的薩摩自身，則藉此取得捍衛儒家政治價值、撥亂反正的大義名分。 

日本方的說法自不待言，而在琉球史觀方面，鄭迵的形象也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偏向負

面。官方史書或因受迫於日本方的壓力，採取和上述文之建構的論述相近的描寫。例如《球

陽》就記載道： 

 

日本以大兵入國，執王至薩州。本國素與薩州為隣交，紋船徃來，至今百有餘年。

奈信權臣謝名之言，遂失聘問之禮。由是大守家久公特遣椛山氏、帄田氏等來伐本

國。小大難敵，寡不勝眾，王從彼師軍到于薩州。63
 

 

禒鄭迵為「權臣」，認為其使尚寧王「失聘問之禮」進而引發戰爭，這正是文之乃至薩摩

觀點的翻版。如今鄭迵的形象已經翻轉，在現代的琉球研究以及沖繩當地民情中，被理解

為面對日本逼迫仍堅毅不屈的忠臣義士。64文之運用儒家思想資源渲染的描述，終究隨著

時間而被沖淡乃至逆轉。 

若要說文之全然站在幫助薩摩的立場打壓琉球，絕非公允之評。在〈討琉球詵并序〉

                                                                                                                                                           

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據魏‧王弼、東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

清‧阮元校勘：《周易兼義》，《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1冊，頁 170。 
61  南浦文之：〈討琉球詩并序〉，頁 61。 
62  南浦文之：〈雜言〉，《南浦文集》，卷下，頁 40。 
63  琉‧鄭秉哲（1695-1760）等編：《球陽》，據傳世漢文琉球文獻輯稿編委會編：《傳世漢文琉球文獻

輯稿》（廈門：鷺江出版社，2012年），第 17冊，頁 528-529。 
64  關於鄭迵歷史形象的轉變和現代學界看法的情形，可參考呂青華：《琉球久米村人的民族學研究》，（臺

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頁 21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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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見其中一首詵寫道：「典墳誓莫作秦坑，字字元如金滿籝。景叔春蘆昔遊日，先師書

籍帶之行。」詵序中則記曰：「我先師之徒有景叔、春蘆之二翁，昔帶先師典籍若干部，

寄跡於彼國終焉，此時恐典籍之若失卻兵火而賦之。」65雖未提及典籍內容為何，但可想

見應為儒佛重要書籍，以致文之不願其毀於戰火而叮嚀之。這一方面顯示文之珍惜其師門

渡海傳播文教於琉球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說他仍冀望琉球保有文化資源。此外，在琉

球侵攻事件發生後，琉球僧人天叟赴日，以探被拘於日的尚寧王之情況，亦頗受豐臣秀賴

款待。文之曾熱情與天叟交流，賦詵唱和，亦可見其面對琉球的善意。66只是，在文之的

手筆下，薩摩以大國自居而指責琉球不懂以小事大之道的這禑姿態，以及藉由儒家道德論

述而刻意塑造鄭迵負面形象和薩摩出兵理由的作法，終究也是《南浦文集》中可以見到的

一部分。 

本節探討的是「儒學資源運用」的作法，而「資源運用」本身是目的導向之舉。「目

的」是充滿現實性的，不一定是為了某個嚴格的道德義理系統而為。如却說明祈禱的儒家

脈絡意義一般，為琉球侵攻建立正當性的作法，終究是為了現實利益。這和前述《南浦文

集》中可見的儒家思想，都却樣是真實存在於文之身上的一部分。東亞的交流，不只有善

意的人物往來與文物傳播，也包含嚴酷的威壓與戰爭。在王權意志的伸張下，儒學不只是

進德修業、成己成物的道德依據，也可能是某禑暴力的利用工具。或許其中有文之基於所

屬立場，不得不為之處，但無論如何，總是在東亞儒學史上留下了具有複雜面貌的一頁。 

四、結論 

活躍於日本中世與近世之際的薩南學派健將南浦文之，是江戶時代初期儒學的奠基者

                                                        
65  南浦文之：〈討琉球詩并序〉，頁 61-62。 
66  「是歲壬子七月既望，偶解后於天叟和尚於麑府（按：即鹿兒島），聞昔和尚視篆於球陽大僧錄司圓

覺精廬者十餘年矣。己酉之春，球陽有騷屑之事，國主亦有出亡之憂。於是公卿士庹，亦無一而不

失其所矣。庚戌之夏。和尚亦遠航於日域，在攝州大坂城城主秀賴尊君聞和尚之為人，而有接遇之

禮者，匪翅一日。當其告歸也，尊君餽之兼金，餽之新衣，蓋行者必以贐之義也，和尚何為不受乎？

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道，晝錦之榮，何以加焉？今也和尚在薩州麑府，待一帆之風者，一兩月矣，

維時三秋，秋風自西，風之自北者，在三冬之時。想是和尚之錦旋，在十月霜葉之時乎？一日見少

年之奏樂者，賦二篇詩又贈焉，且復自寫此詩以示予，其意在督拙和，予素不學詩，雖然，於少之

時也，與衆人唱和者矣，今也老懶衰惛，炭冰於風雅者，不知幾多歲矣，和尚之命，豈可逃乎？因

搜枯腸，借其芳韻，以預奉賀錦旋之榮云。」見南浦文之：〈和天叟禪翁詩〉，《南浦文集》，卷中，

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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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更是東亞儒學發展過程中的一位重要中介者。學界一般對他的認知是《四書集註》、

《周易傳義大全》訓點工作的推手，以及薩摩外交文書的起草者。對於他的儒學表現雖有

提及，但較為零星，還有再深入勾勒的空間。本文就《南浦文集》各篇文字，首先針對可

見的儒學思想表現，分別指出其中具有堅持自得之學、強調佛儒一致、重視教化構想三點。

南浦文之秉承朱子學學統，重視「自得」的學問性質，其中含有批判墨守舊注，不思學問

本質的其他學者，以及沉溺於詞章表現的五山末流之企圖。在其佛儒一致的主張中，表面

上看來是單純的比附，內在結構中可見其以成己成物、善安立一切有情來貫通兩者的想法。

而基於自得之學之理想，他又重視學校的教化功能，以傳授克服私欲，正確地抒發人情的

工夫，進而移風易俗。接著，本文繼續探討南浦文之在實際參與的現實場域中運用儒學資

源的表現。從《南浦文集》中可以看到，文之身為禪僧，為島津家多所參與誦經祈禱儀式，

對此，他也透過儒學來說明進行祈禱儀式的積極意義，建立了佛教脈絡以外的理據。另外，

對於「琉球侵攻」這個薩摩在東亞史上導致的一大事件，文之透過儒家政治道德的論述來

攻擊對日本態度強硬的琉球三司官鄭迵，並為薩摩的行為建構正當性，這也是雖然難以謂

其有正面意義，但真實存在的歷史。 

本文希望藉此簡單的梳理，能提供更多對南浦文之的認識。後續除了對文之個人之外，

透過更多對薩南學派的觀察，包括文之之前的桂庵玄樹，以及其後的泊如竹等人展現出的

活動內容、在漢籍訓點上的表現等等問題，共却深化鳥瞰式的圖像結果以及微觀的個別探

討，應可增進我們對東亞儒學乃至文化發展的理解，在其中發掘更多多元複雜，深具特色

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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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arly Modern Japanese Zen Monk’s Thought of 

Confucianism: Based on Nanpobu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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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Japanese Zen monk Nanpobunshi(1555-1620) who was an important 

scholar of the Satsunan School to explore his thought of Confucianism and use of it. Through 

the research, we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Based on Shushigaku, Nanpobunshi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which is about personal cultivation and related education, 

and advocated the consistency of Buddism and Confuciansim. He also used Confucianism to 

construct the rationality of praying for Lord, and Satsuma’s aggression to Ryuk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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